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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间故事面向思想史的可能性
———中国仙妻救夫型故事流变的性别观念因素

孙正国  祝赫

(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,湖北 武汉430079)

  摘 要:诗学意义上的民间故事,突破了神话、传说、普通民间故事的体裁区分,蕴含着深厚的

思想史基础。民众在大时段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作、传承的民间故事,真挚、深沉,表现了人们朴实

的历史记忆与复杂的观念变革。仙妻救夫型故事作为传承时空广远、文本储量丰富的经典故事类

型,其主干情节为仙女与凡男婚恋、凡男遭遇难题、仙女帮助凡男解决难题。三个核心母题建构而

成的故事异文形成了一条历史流变线索,折射出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中国普通民众的性别观念

变化,呈现出“父系文化认同—现代妇女解放思想—多元开放的社会性别意识”的演化趋势。研究

仙妻救夫型故事流变所隐含的性别观念动因,对探索民间故事中所映射的不同时代群体性别认知

的变迁具有重要意义,同时也为民间故事面向思想史提供了新的可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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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、学术史回顾

人类婚姻史上,底层民众的社会资源极为有限,
尤其是男性,他们的婚姻理想难以实现,形成了不可

忽视却又无法解决的圈层化历史性困境。正是男性

圈层化的历史性婚姻困境,滋养了异类婚故事的广

泛生长与久远传播。其中,仙妻救夫型故事的生命

力特别旺盛,其深厚意蕴值得研究。仙妻救夫型故

事研究的学术史已近百年。1937年,德国学者艾伯

华的《中国民间故事类型》收录有人与异类婚恋的故

事类型。[1](P46)早期的中国仙妻救夫型故事研究尚未

形成专有课题,依附于故事类型学的建构而发展。20
世纪70年代末,汤普森的《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》将

仙妻救夫型故事命名为 “313A帮助英雄逃亡的姑

娘”故事[2](P109~111),把故事程式概括为“天鹅女(或其

他超凡妻子)+女婿任务+逃亡”;此外,丁乃通的

《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》将之列为313A型“女孩

助英雄脱险”,收录古今异文40余例[3](P54~56)。21
世纪,随着中外文化交流、学术生态多元化,仙妻救

夫型故事研究呈现出研究群体扩大、视角多样、成果

丰富的局面。

现有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向展开。

仙妻救夫型故事的形态学研究。刘守华从故事

形态、渊源角度剖析学法术型仙妻救夫故事,得出了

该故事起源于汉代《有虞二妃》的结论[4](P396);漆凌

云运用普罗普的功能理论,从功能顺序与母题对应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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功能位置变化、序列组合三方面,系统解读天鹅处女

型故事[5]。
仙妻救夫型故事与文化学的交叉研究。杨洪林

明确提出,牛郎织女故事源于汉水流域,炎帝神农氏

把农耕文明与牛郎织女故事一起传播到了东方[6];
任振河通过文献考证,认为儒家文人刘向等把牛郎

织女反天命、争自由的爱情故事,篡改为劝人行孝的

董永与田仙的说教,以致讹传,故事的发源地实则在

山西蒲州[7]。
仙妻救夫型故事的比较研究。学者们以族别或

国别为依据,考察仙妻救夫型故事的地域流布情况,
比较各地区、族群的仙妻救夫型故事的内容和形态。
金文学从南北文化差异和家谱学角度,比较中、日、
韩三地的天鹅处女传说,得出了“难题型和七星始祖

型的南方派是在以中国南部沿海和旱田耕作为中心

的少数民数地域中传播”的结论[8];徐磊用格雷马斯

符号矩形分析法,对中、日“解难题”型龙女故事进行

比较研究,发现中国型体现“爱与美女神”的功利化,
而日本型追求整体性的女性意识[9]。

仙妻救夫型故事的专题研究。学者们从伦理

学[10]、图像学[11]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[12]等角度,
对仙妻救夫型故事的内容与结构展开研究。上述的

仙妻救夫型故事研究均是以天鹅处女型、龙女型、学
法术型、百鸟衣型等经典类型为对象进行研究,初步

形成特定的研究范畴和学术话语系统。
然而,纵观学术界对于仙妻救夫型故事的研究,

可以发现,该研究在“故事群”概念建构、异文思想史

的梳理方面仍存在较大发展空间。第一,当前学者

研究该故事,往往依托于其包含的更小单位———故

事类型,如天鹅处女型、学法术型、龙女型、百鸟衣型

等,尚未形成“故事群”研究概念,使得研究集中于某

一具体故事文本,缺乏宏观角度的整合归纳;第二,
中国仙妻救夫型故事经历了时间、空间两个维度的

漫长演变,其庞大的异文群可以映射出不同时代社

会模式下群体性别认知的观念变迁。以中国仙妻救

夫型故事作为研究对象,发掘其中所蕴含的普通民

众的性别观念史,对考察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性

别思潮变迁,建构故事学的思想史面向都具有重要

意义。

  二、中国仙妻救夫故事群的经典类型与

叙事意义

  仙妻救夫型故事在中国民间故事史上富于奇幻

色彩,具有悠久的文本历史和稳定的故事结构,可看

作一个大型故事群。以故事群中天鹅处女型、学法

术型、百鸟衣型、龙女型四个类型的相似性与差异性

为切入口,运用格雷马斯的行动元矩阵模式,分析归

纳行动元之间的逻辑关系,重新厘定中国仙妻救夫

型故事的女性言行与女性观念,进而揭示出隐匿在

故事文本内的普通民众性别观念。
(一)仙妻救夫故事群的经典类型

中国的仙妻救夫故事群蕴含着丰富的经典文

本,包括天鹅处女型、学法术型、百鸟衣型、龙女型四

个类型。
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在不同地域、族群都广

泛流传,其发展脉络呈现出明显的史学特征。刘守

华将天鹅处女型故事分为四代异文:第一代异文,人
类与飞鸟结合,属于图腾婚始祖神话;第二代异文,
《毛衣女》出现藏衣成婚和仙女得衣离去的情节;第
三代异文的天鹅处女型故事对仙妻离开后的情节进

行续写,玉皇对上天寻找仙妻的女婿施加考验,丈夫

在仙妻的帮助下取得胜利或斗争失败;第四代异文,
故事情节融汇战争与宗教因素,展现出广阔的社会

面貌。[13]在第三代异文时,故事已经具备“仙女与凡

男婚恋”“凡男遭遇难题”“仙女帮助凡男解决难题”
三个基本母题,并构成完整的故事链,中国仙妻救夫

故事群中的天鹅处女类型基本定型。天鹅处女型故

事的发展动态体现出从远古到近代社会模式的嬗

变,呈现了从母系社会过渡到父系社会,再到父权

夫权制的发展脉络。在社会模式的变容中,群众性

别认知也随之变化,“藏衣成婚”的情节体现了底层

男性的婚恋需求和对女性的禁锢,隐喻男性在生产

生活中日益占据主导地位,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庸,则
沦为了“继祖传嗣”的机器。

学法术型仙妻救夫故事在山东、广西、湖南等地

都有异文流传。该类型将道教人物广泛引入故事,
蕴含浓重的宗教色彩。故事往往以男子上山向张真

人、李老君、茅山道人等道教人物学法术开头,男子

与法师之女相爱却被法师阻挠,法师为男子设下多

重难题,法师之女帮助男子解决难题,并运用法器与

男子远走高飞。清代文人沈起凤在笔记小说《谐铎》
的《奇婚》篇中引用该类型故事,将仙女形象分为一

正一邪两个姐妹,安排正义的妹妹帮助男主角摆脱

邪恶的法师一家,原本邪恶的姐姐脱离法师的掌控

后弃暗投明,最终二女共侍一夫。沈起凤对民间故

事的改写中暗示了清代封建统治者对白莲教农民起

义的镇压,同时也传达出他作为男性作家的隐秘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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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,即男性成为故事的中心,呈现“一男得双美”结局

模式,表现出中国传统社会的男权本位思想。
百鸟衣型仙妻救夫故事是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中

的重要亚型,丁乃通的《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》将
之列为 AT465A型,其情节单元为:农民妻子因美

貌被国王强征入宫;妻子离开前嘱咐丈夫制作百鸟

衣;丈夫用百鸟衣换得龙袍,夺回妻子并成为新国

王。[3](P101)该类型起源于我国先民的鸟崇拜文化,并
在不同地域、族群风土民俗的影响下分化出多样的

情节单元。以各地异文的母题形态特征为参照,可
以将百鸟衣异文分化为汉族百鸟衣故事圈(汉族亚

型)和多民族故事圈中的动物化人亚型、传统民俗亚

型,其中动物化人亚型百鸟衣故事属于仙妻救夫故

事群。在百鸟衣型仙妻救夫故事中,国王作为封建

社会的最高统治者,是父权文化的象征。男主人公

在仙女的帮助下杀死国王成为新王,在弑父的过程

中实现了权力的更迭,却并没有脱离“皇帝轮流做”
的封建社会运作模式,隐喻父权制的重复与强化。

中国民间故事史上龙女与凡人的婚恋故事很早

就被中华民族所津津乐道。刘守华在丁乃通归纳的

龙女型故事基础上增加了“龙女与凡人婚配”这一亚

型[4](P385),故事链包含“龙女爱上人间的穷苦男子”
“龙王阻挠或人间的国王意图霸占龙女而给男子出

难题”“丈夫在龙女的帮助下解决难题”三个母题。
解难题型龙女故事往往与百鸟衣型故事和田螺女型

故事复合,与前者复合以表达对封建统治者强抢民

女的愤怒,与后者复合以隐喻底层穷苦男子的婚恋

需求。龙女形象的塑造,强化了女性的神性来源,寓
含了男权时代对母系社会的历史记忆与崇敬心理。

综上所述,中国仙妻救夫故事群中四个亚型的

故事情节十分相似,但母题枝干仍有较大差异,需要

从性别观念史上对其同质性与差异性进行进一步分

析,探讨表层故事语境下的深层结构与意义。
(二)仙妻救夫故事群的深层叙事意义

A.J.格雷马斯是国际知名的结构叙事学家,他
对列维 斯特劳斯的二元对立模式加以改进,创建了

四元结构的行动元矩阵模式。[14](P64)仙妻救夫故事

群的经典类型中有三个稳定的行动元,即仙女、丈夫

和设置难题的恶人。其中,“丈夫”还可以根据其人

物功能的不同,分化成“丈夫1”与“丈夫2”。建立仙

妻救夫故事群的符号矩阵,可以对人物形象进行深

入分析,解构文本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,阐释故事表

层语法后的深层意义。通过对中国仙妻救夫经典故

事类型的分析,可以得到以下行动元矩阵:

图1 仙妻救夫故事群行动元矩阵

在该行动元矩阵中,用A1 和A2 分别指代“丈
夫1”和“丈夫2”,B指代“恶人”,C指代“仙妻”。A1
与B、A2 与C之间是反对关系,A1 与C、A2 与B之

间是矛盾关系,A1 与 A2、B与C之间是蕴涵关系。
矩阵中共有两组完整的行动元序列。一是“A1+B
+C”,该序列代指天鹅处女型等丈夫与仙妻之间有

显著夫权矛盾的故事。丈夫与仙妻之间是矛盾关

系,丈夫通过藏衣迫使仙女与之成婚,仙妻在得到羽

衣后离去的情节展示了婚姻悲剧中两性关系的失

衡;恶人与仙妻之间是蕴涵关系,即“如果恶人提出

难题,则仙妻帮助丈夫”;而丈夫与恶人间对立但不

构成矛盾,喻指丈夫(在仙妻帮助下)解决恶人难题

的反对关系。二是“A2+B+C”,该序列包含学法术

型、百鸟衣型、龙女型等经典仙妻救夫故事。丈夫与

仙妻之间是反对关系,虽然他们处于封建社会夫权

制婚姻下,但与天鹅处女型故事不同的是,这三类故

事的仙女主动追求男子,且不存在“离去”这一行为,
因此可以看出女性在家庭中没有因夫权问题产生激

烈矛盾;丈夫与恶人多为矛盾关系,如搜集到的33
篇百鸟衣型仙妻救夫故事中,国王死于男主人公或

仙女之手的异文达25篇;恶人与仙妻之间仍是蕴涵

关系,仙妻的救夫行为需要恶人难题的驱动。
经过上述逻辑分析可知,两个故事序列的区别

取决于“丈夫”这一行动元居于符号矩阵的位置。那

么为何在“仙妻救夫”这类看似女性处于主导地位的

故事中,故事的走向竟由男性决定? 这就涉及到故

事文本之下,隐匿于民众群体认知中的深层文化观

念。康丽提出,解读文本中文化观的方式有两种: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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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方式,当文本中传达的文化观念更接近现实生活

的实际层面时,将这种观念的表达正向性地理解为

民众对现实生活的考量;第二方式,当文本中传达的

文化观念悖反于现实生活的实际层面时,反差部分

既可以看作是民众在其渴求被严重抑制和禁锢的情

况下所透露出的反抗或挑战,也可以看作是以逆向

的表达方式强调了对社会现实运行规范的认同。[15]

作为传统社会民众文化表达的结果,仙妻救夫型故

事的讲述势必要将社会性别认知纳入其中,但为何

会以“女性胜利”这种看似与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现实

相背离的方式呈现出来? 在性别规制鲜明的传统社

会,这种故事讲述的真是既往学者所判定的“反叛”
与“挑战”吗?[15]站在与学界以往论断对话的角度,
探究仙妻救夫型故事中的性别规制,有利于发现故

事真相,厘清民众性别思潮的流变。

  三、仙妻救夫型故事中的性别规制与伦

理冲突

  中国仙妻救夫型故事所描写的“仙妻替夫解难

题”情节彰显了民间女性的勇敢与智慧,但是通过分

析故事文本,已然发现“女性胜利”只是一种表象,仙
女始终被遮蔽在夫权和父权文化的双重阴影下。回

到文本的三个行动元,在天鹅处女型故事序列中,仙
女的人物功能中包含“离去—回归”的行动轨迹,表
现出女主人公身份从“仙女”到“凡妻”的地位沉降。
仙女与凡男之间存在封建社会固有的夫权矛盾,而面

对共同的敌人时,仙妻选择回归家庭,与丈夫共同抵

御象征父权文化的恶人。但仙女解决问题后并没有

成为直接的受益人,而是沦为她的丈夫———新一任

“父”的附庸,被父系制度再度桎梏。所以仙妻救夫

型故事实则是“以逆向的表达方式强调对社会现实

运行规范的认同”,张扬女性智慧的表层声音与叙述

伦理规范的隐秘声音共同杂糅于故事文本中。
(一)离去与回归:仙女到凡妻的地位沉降

在天鹅处女型仙妻救夫故事中,仙女的行动呈

现出“离去—回归”的稳定趋势,那么仙女为何会从

高傲神女沦为朴素凡妻? 要解答这一问题,需要追

溯故事文本所蕴含的文化意义,即通过叙事情节捕

捉其中附着的民众性别认知的变化,从而探明历史

语境下讲述者令仙女变为凡妻的原因。
首先,仙女的“离去—回归”是母系社会过渡到

父系社会的必然结果。回到“妻的离去”这一母题的

由来,仙女因男子“藏衣”失去法力,不得已与之成

婚,却时刻在寻找机会取回羽衣。刘守华将“藏衣情

节”解释为“男子将女子的宝物藏起以割断女子与娘

家的联系,反映了‘从妻居’向‘从夫居’的婚姻转型

过程”[13]。如前文所述,第二代的天鹅处女型故事

往往以“仙女取衣离去”告终。“仙妻能够离去”说明

民众处于由女性主导的族外婚向男性主导的对偶婚

的思维转化阶段中。然而第三代故事开始增添丈夫

追寻妻子,妻子回归家庭、替夫解难的情节。可见此

时“‘从妻居’这一页不可挽回地翻过了”,向“从夫

居”的过渡已经完成,家庭私有制以及男性凌驾于女

性之上的权力制度都逐渐形成。因此,从社会运作

模式的发展态势来看,仙女身份的沉降带有线性史

观的必然性,即在以夫权为中心的婚姻伦理下,仙女

嫁给凡男并完成了“继祖传嗣”的使命,她已然为娘

家所不容,回归夫家成为其唯一的选择。
其次,仙女地位的沉降迎合了传统社会故事讲

述者的心理期待。民间故事作为劳动者在生产生活

中创造的集体文学形式,总是传达着民众最关心的

现实问题,对于一个婚恋故事来说,讲述者反映的无

外乎是婚恋与繁衍的需求。凡男通过“藏衣”这种充

满侥幸和不劳而获意味的形式获得了美丽的仙女妻

子,这种叙事情节迎合了底层男性的潜在性欲求。
仙女与凡男在婚配之后身份转化为仙妻与凡夫,这
个由男女而夫妇的过程,意味着父系社会对女性作

为独立性别角色的侵蚀与消解。“有天地然后有万

物,有万物然后有男女,有男女然后有夫妇……有君

臣然后有上下,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”[16](P416),“夫
妇之序”被视作“人伦之始”,由“夫妇”延展出包括

“父子”“君臣”在内的一套等级有序的中国古代社会

统治伦理。《礼记·大戴》和《论语》将“妇”的内涵释

为“伏于人者”“服也”,“夫妇”的出现宣告着父系社

会完成了对女性的历史性压抑。
夫妇间的伦理秩序往往通过男性对话语权的操

控在现实生活中强化,具体表现为“妻与己齐”“夫为

妻纲”等包含附会意义的陈述。以仙妻救夫故事为

例,叙述者意识到仙妻凡夫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阶

级鸿沟,打破了“妻与己齐”的双边匹敌关系,因此仙

妻身份的沉降已成必然。同时,他们又意识到凡夫

作为一介凡人不能直接参与到与恶势力神仙的斗争

中,于是“在男性庇佑能力匮乏的情况下,为了渡过

家庭的利益危机,仙妻暂时抛开社会规范对传统女

性的性别约束,作为男性家庭的代言人与恶人较量

并解决困境”。然而危机一旦消除,仙妻就要立刻遵

守封建伦理规约,沦为传统社会性别尺度下的凡妻。
经考察,仙妻的结局序列分为两大类。其一,丈夫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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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名就后退场(为董永偿完债务,凌空而去;自废织

纫之功,被帝责归河东)。其二,成为贤良妻子(成为

王后;辅佐丈夫,平淡生活)。一方面,仙人两隔的结

局可以看作是普通民众对错位伦理关系的纠正;另
一方面,仙女地位的沉降体现了她对凡间社会性别

规范的服从,可以理解为叙述者对以夫权为中心的

伦理法则的重申。
(二)恶人难题下的父权语境

在以孝悌为主流文化的中国传统社会,父权秩

序始终占据群众的性别认知高地。直至辛亥革命

“弑父”行动的完成,居于封建社会权力巅峰的统治

之父———皇帝及整个封建秩序才真正从历史中退

场。在中国仙妻救夫型故事中,恶人的身份包括:仙
女之父(法师、天神、玉皇);妖怪(蜘蛛精、巫师);国
王(土司、皇帝)。其中,仙女之父、国王两种角色有

着天然的父权文化印记。自恶人提出难题开始,仙
女与凡男之间的夫权矛盾开始转化为夫妇与父权之

间的矛盾。百鸟衣型、龙女型、学法术型故事往往以

夫妻胜利,恶人失败,丈夫接续“父”的位置告终。为

了突显夫妻二人打败压迫之父的勇敢与智慧,在江

苏灌云流传的《绣牡丹》[17](P43~53)故事中甚至出现了

仙女“弑父”的母题。“弑父”母题在西方文学史上由

来已久,从赫西俄德的《神谱》到索福克勒斯的《俄狄

浦斯王》,西方自古便不避讳对“弑父”的讨论,因此

西方的仙妻救夫型故事中出现“弑父”母题也不足为

奇;但是将其放在贯穿着宏大父系秩序的中国文化

史中,“弑父”母题的出现完全悖反于现实生活的实

际层面。
同时,值得深思的是,此处的“弑父”与现代文学

的“弑父文学”是否具有相同意涵? 戴锦华在《浮出

历史地表》中提出,“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,是
我国历史上自父系秩序建立以来第一个绝无仅有的

弑父时代。”[18](P3)从“弑父”的目的来看,“五四”的
“弑父”推翻了以“父亲”历史为唯一书写对象的中国

封建时代,而中国仙妻救夫型故事中的“弑父”仍然

没有脱离“子承父业”的父权语境。在学法术型故事

《张朱二郎和花梨小姐》[19](P141~150)的结尾处,张朱二

郎为了避免太上老君加害,上表玉皇大帝与太上老

君讲和,玉皇大帝相劝道:“你有女无儿,法坛和法师

无人继承,这女婿正好继承岳父之业”,于是张朱二

郎继承了太上老君的法师地位。由此可见,“弑父”
之于仙妻救夫故事只是“子代”争夺权力话语的工

具,“弑父”是为了成为“父”,而非结束父权时代。

  四、思潮流变下的性别心态:从古代经典

故事融入现当代作家文学

  两千年父与子的权力循环中,女性一直扮演着

父权秩序中的“他者”形象,有生命而无历史。随着

近现代妇女解放思想的兴起,中国新的意识形态领

域逐渐认可了不是“妻”“妇”等“从人者”意义上的女

性和女性行为。五四运动以来,“鸳鸯蝴蝶派”作家

开始把仙妻救夫型故事引入到小说的创作中,将第

一批浮出历史地表的女性精神特质附着在现代织女

形象的塑造上,从“个性解放与婚恋自由”的角度重

写牛郎织女故事。20世纪80年代,又有“先锋派”
作家融合都市社会心态与当代摩登女性特征,以反

思古典爱情陨落的视角对仙妻救夫型故事进行了大

胆改写。中国仙妻救夫型故事从古代故事走向现当

代文学,揭露出女性从隐于权力秩序之下到浮出历

史地表,最终在新时代获得平等权利的民间性别思

潮变化态势。
(一)五四文学中的仙妻救夫型故事

颠覆封建礼教秩序的五四时代,是中国女性真

正的诞生期。反封建、反传统的新文化养育了一代

以“人道主义”“个性解放”为旗帜的新女性,她们走

出家门,否定既往的社会性别规约,背叛旧女儿的角

色并争取自由。[18](P29)这些新女性离经叛道的勇气

与争取独立的智慧,已然成为五四文学思潮的一部

分。在妇女解放风尚的浸润下,社会性别心态逐渐

转变,人们普遍认识到:妇女已经从物体、客体、非主

体的角色中剥离,成为具有独立所属格的“我”。即

使是“五四”激进文人所鄙弃的守旧派作品和通俗文

学,也隐匿着性别思潮的流转。

1922年,“鸳鸯蝴蝶派”作家李涵秋主编的旬刊

《快活》(第15期)设置“七夕特刊”一栏,刊载了张碧

梧、赵赤羽、范烟桥等作家以牛郎织女故事为蓝本创

作的现代通俗小说。几位作家对故事的改写角度不

尽相同,但它们都涉及到新型社会运作模式与现代

性别思潮,以充满奇幻色彩的手法刻画五四新文化

对牛郎织女生活的影响。在张碧梧的《牛郎织女团

圆记》中,织女与天帝针对亲权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

的辩论。[20]

中国仙妻救夫型故事中的织女经历了两千年

“从人”“服人”的过去,在五四时代终于从“父亲的女

儿”走向“我是我自己的”。织女以性别主体的身份

对亲权与父权发难,并且揭开封建礼法的遮羞布,将
现代女子对情与爱的欲求大胆暴露于日光之下。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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碧梧有意揭露与纠正封建父权对女性的迫害:“我当

初顺从父皇的旨意,和牛郎一年一会,原是我一时胆

怯,就屈伏于亲权之下。如今我是觉悟了,再不能受

父皇无礼的压迫。”[20]可见妇女解放思想在当时已

呈势不可挡的线性发展态势,当女性用“己”这个反

身代词直呼自己并表明自身的自我所属格时,“妻与

己齐”的时代已然成为过往云烟。除了亲权,织女还

谈到人权与婚姻的问题。五四新文学家借织女之

口,将封建等级秩序与父权制一夫多妻婚姻打入历

史的尘埃,取而代之的是“人人平等”与“婚姻自由”
的宣言。20世纪这些处于新旧文化转型时期的通

俗小说家将古典故事改编为孕育着新思想的现代文

学作品,表达他们对个性解放与婚姻自由的看法与

观点。虽然他们的观点存在乍新还旧的情况,如赵

赤羽的《瞒过了天老爷》[21]中牛郎以“多娶一门姨太

太”为由胁迫天帝更改“一年一会”的规制,但仍不失

为时代之新声。
(二)先锋派作家对古典故事类型的戏仿

20世纪80年代,陈思和与王晓明掀起一场“重
写文学史”的文艺思潮,力图摆脱国家意识形态写作

模式,通过民间文化形态、潜在写作现象等学术实

践,以审美化、个人化的视角,创作具有启蒙性和现

代性的新文学。陈思和提出的“民间”话语为20世

纪80年代作家提供了重要的创作维度。“他的民间

概念并不侧重于说明什么是真正的民间文化,而重

点在于知识分子以启蒙的姿态进入民间,让它成为

再度言说启蒙话语和启蒙精神的人文空间以填补现

代性空间。”[22]在“走向民间”思潮的影响下,后先锋

派作家李冯以经典文本为材料创作了一系列戏仿小

说,如模仿《牛郎织女》的《牛郎》。
戏仿指对传统文本进行颠覆性创作,是西方后

现代主义的写作策略之一。戴锦华曾评价道:“或许

可以说,是李冯的类似作品成就了所谓后现代的‘复
制’实践。”[23]李冯的戏仿小说打破经典故事的原本

立意,消解时空的古今界限,将当代思维植入到对古

代人物的塑造中,以达成关注人的精神与心态的目

的。《牛郎》的前文本是中国经典民间故事《牛郎织

女》,李冯安排牛郎穿越到世纪末的中国,曾经高高

在上的星君从“神”降格为街上游荡的平庸之辈,与
凡人一同经历经济、婚姻的困扰。当代织女受到现

代浮华社会的影响,从忠于爱情的古典神女变为追

名逐利的都市女郎,“亲爱的,每当我想到当年我抛

弃了事业前途嫁给你的那段往事,总有些后悔。那

时,我太冲动、太年轻,也太把爱情当一回事了”[24],

折射出当代女性的婚姻观与爱情观。都市女性的心

态已经度过脆弱的浪漫幼年而进入一个懂得冷酷与

怀疑的成熟期,她们骄傲洒脱、志得意满、追求成就,
对名利有着赤裸坦荡的欲望。都市女性的心态发展

与社会转型是同步发生的,因此她们不会再重蹈五

四文学中章秋柳、孙舞阳等“新女性”的悲剧命运。
复古的牛郎虽为凡身,却保有古典神性,执着地遵守

“一年一会”的惯例,即使他们已然分居;前进的织女

则摇身变为看重现实利益的凡人,性别思维的差异

直接导致了他们浪漫爱情的枯萎。李冯塑造了失意

的牛郎与得意的织女形象,以世纪末古典织女精神

的陨落来暗讽人间已经失去古典爱情的神性,将罪

责归于当代织女。

20世纪80年代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很大程度

上不同于五四时期男作家笔下的女性:同情的成分

尚有,但大多数已由于时代的变迁、男女社会地位的

变化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和妇女政策等一系列错综交

叉的原因而变得更为复杂。在反抗主流意识形态和

性压迫的同时,男性作家又表现出了“厌女”的倾向,
男性主体意识无意识地通过他们笔下的人物流露出

来。诚然,男性作家的创作中因诸多复杂缘由,存在

以自我为意识形态中心的惯性思维,但是在经济改

革的新形势下,民间对妇女问题持续关注,女性逐渐

从边缘走向中心,近年来出现的女性理论和建立在

社会科学基础上的妇女学热潮,表明多样化的女性

主体位置已在中国社会出现。

  五、结语

中国的仙妻救夫型故事经历了从古代故事到现

当代文学的转型,仍然保持着生生不息的发展态势,
这是因为不同时代的文本中蕴含着群众的性别心态

认知流变。仙妻救夫型故事作为民众的思想载体,
它见证了中国从封建王朝走向民主共和的现代国

家,也汇聚着千年来中国妇女有喜有悲、有起有伏的

文化记忆与性别情绪。这些存在于历史边缘的记忆

和情绪常常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忽视,却真切地记录

着民间的伤痕与憧憬。民间故事是民众表现生产生

活、情感价值的表层语法,文本中蕴含着人们关于社

会的更深层思考。诗学意义上的民间故事,突破了

神话、传说、普通民间故事的体裁区分,蕴含着深厚

的思想史基础。民众在大时段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

作、传承的民间故事,真挚、深沉,表现了人们朴实的

历史记忆与复杂的观念变革。仙妻救夫型故事作为

传承时空广远、文本储量丰富的经典故事类型,主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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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节为仙女与凡男婚恋、凡男遭遇难题、仙女帮助凡

男解决难题。三个核心母题建构而成的故事异文形

成了一条历史流变线索,折射出从传统社会到现代

社会中国普通民众的性别观念变化,呈现出“父系文

化认同—现代妇女解放思想—多元开放的社会性别

意识”的演化趋势,中国仙妻救夫型故事因此具有了

证史价值。也可以说,研究中国仙妻救夫型故事流

变所隐含的性别观念动因,对探索民间故事中所映

射的不同时代群体性别认知的观念变迁具有重要意

义,同时也为民间故事面向思想史提供了新的可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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